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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与近、现代化发展相伴生的是民族国家的诞生，民族国家仍旧是现今世界所区分的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单

元。在一定程度上说，近、现代的发展历程即是民族国家的认知、建构与变迁的历程。民族身份谋定、族属认知

皈依、公共权力自觉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理论预设与事实澄明。从国家建构向度审视政治认同的现代提升，可

得出国家建构的身份谋定、族属认知、权力自觉预设与政治认同的三维界面，即个体特性自我确证、他者世界承

认归属、权力权威遵从信任呈现直接呼应与正向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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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认同，是指一个人感觉自我属于政治单位

的某个成员，并强烈地依附与效忠该单位或团体。”[1]

从“自我认同—集体认同—政权认同”的纵向审视，

政治认同呈现个体特性自我确证、他者世界承认归属、

权力权威遵从信任三维界面。近代以来，与现代化进

程相伴之的是民族国家的诞生。汤姆森曾指出：“民族

国家是(现今)世界所区分的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单元，

这个事实意味着在民族身份的构建中常常包括大量

的、有意识的‘文化构建’。”[2]由此观之，在一定程

度上说，近、现代的发展历程即是民族国家的认知、

建构与变迁的历程。民族身份谋定、族属认知皈依、

公共权力自觉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理论预设与事实

澄明，其正与政治认同的三维界面相呼应。民族认同、

国家认同、政治认同是在民族成员共同生活的底版上

紧密地相互渗透与影响，政治认同也往往在民族成员

对民族、国家的理性与情感的认同交织中如期而至。

由此，从国家建构向度澄明政治认同的现代提升是当

前政治认同形塑的理论通途与价值所指。 

 

一、民族身份谋定：个体特性 

自我确证 
 

民族身份是寻求“我是谁”的旅程中最深层的铭 

记，它以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和体制所预

设的不可退出与不可逆转的族际烙印回答着“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民族身份’是一种社

会建构，它被建立在一系列有关历史、公民权和‘民

族’附属物的包容性与排他性之上。”[3]在当今多维、

多元、多重、多变的时空场景中，民族身份的建构不

再是附魅型的神秘预设，而在超民族国家与次民族国

家的挑战与张力中呈现异质趋同与排他斥异的现代紧

张。“‘民族身份’是一个‘形成’的问题，也是一个

‘存在’的问题……它决不会完成，始终都处于过程

之中。”[4]民族身份亦未停留在某个过去，而是在推进

社会发展的各力量中不断地运动与“形成”。 

当前民族身份建构在历史、文化、权力的撕扯与

运动中，呈现全球化时空下的民族意识消解、市场化

袭卷下的身份认同式微、多元化裹挟下的归属多重困

惑等认同危机。“全球化代表了这样一种趋势，一种将

世界各地的人群组合成一个整体的全球社会的趋 

势。”[5]全球化在以世界公民、普世文化、全球市场等

物质、精神、身份各界面的整合趋势中，消解着传统

民族国家的意义注解，弱化着传统国际法则对民族认

知的时代注解，挑战着民族存续“意向性关联”中的

生成特质与个体特性。全球化进程中，一切以全球化

的态势对民族国家的消解强化着民族身份意识的游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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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文化离散，使民族国家存在向度的公民权实质性萎

缩，在世界公民身份、地区公民身份、联邦单位公民

身份、城市公民身份等多元注解中消解民族意识。“‘思

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6]市

场化进程中伴随着利益的凸显与传统“机械团结”的

坍塌，在“物权”的价值承认中，“不但不把社会各种

不同的部分联系起来,反而把它们隔离开来，并为它们

划定明确的界限”[7]。一切以等级化、序列式、层级

型表征的阶层界限均不断弱化着民族身份的“自我认

同”。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这是一个世俗化的时代，

是一个除魅的时代，是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是一个

工具理性主导的时代。价值世界的多元分殊与工具性

价值的事实性统摄使个体民族身份在各种似是而非、

去中心化的解构面孔中模糊；在前现代、现代、后现

代的压缩重叠中模糊；在世界的与地方的强调中动摇；

在麻痹与调侃的挤压中摇摆。换言之，多元化裹挟下

的身份感的无力与归属感的多重从未像现时代如此

“挣扎”。 

正如吉登斯所言：“危机的情境有时会威胁到自我

认同的核心本身。”[8]自 13 世纪至 16 世纪共同体秩序

与独立的法律与宪政观念紧密相依的社会转型以来，

“国家而非统治者个人就被看成是其领土范围内的法

律及合法性武力的唯一来源的可能”[9]。“现代性的一

些重大特征，如资本主义的发展、市场理性、国家构

建”[10]等，对于人们身份的形成、利益的呈现与交互

的存在都有着重要的作用与影响。民族身份是民族成

员被纳入民族国家时的文化定位与政治归属。传统民

族身份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征程中表现出传统的单

一内部民族认同的贫乏与脆弱，而政治共同体权力、

义务边界规约下的“社会地位”获得成为现代民族身

份谋定的可能出路。“在显然是模棱两可的(民族)一词

的背后，却有一个目标是大家共同追求的，且该目标

清晰、坚定，深深地根植于政治的领域中。”[11]弗雷

泽以“参与平等”身份为核心的承认政治正义论认为，

国家建构是在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正当、“宪法”规制

下“参与平等”的现实正当、“共同体想像”下的价值

正当等历史与现实、事实与价值的辩证张力中谋定现

代民族身份的。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三千多年前即

已有“中国”之称号，自此虽朝代更迭、历经分分合

合，但由多民族融筑的“中华民族”并未出现过任何

的断痕，呈现出“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语)。近、

现代以来，历经西方帝国的坚船利炮的残暴侵略，现

代中国仍在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逻辑蹈演中不断寻求

民族的崛起与自主。由此，基于多元一体格局的现代

国家建构为民族身份谋定提供了历史正当。我国宪法

明确规定民族的平等、团结，反对大民族主义与地方

民族主义，在中华“民族”的民族域下推进普遍正义

与“参与平等”。由此，基于“宪法”规制下“参与平

等”为民族身份谋定提供了现实正当。正如安德森所

述“印刷术培育了民族主义”， 中华民族在脱域化情

境中以共同的“文化消费”凝结的“共同体想像”，使

民族成员的利益、权力、共通融进大众的记忆中，集

结“想像的我们”与“我们的想像”。由此，国家建构

进程中“共同体的想像”为民族身份谋定提供了价值

正当。 

认同“是行动者自身的意义来源，也是自身通过

个体(Individuation)过程建构起来的”[12]。个体特性自

我确证是自我认同的意义指向与价值来源，亦是政治

认同的自主主体面相。现时代在第三次个体化浪潮进

程中，个体特性面临碎片化、虚无化、工具化等风险。

“个体化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历史进程，它越来越多地

质疑并趋向于打破人们传统的生活节奏——社会学家

所称之为的标准传记。……坦率地说，标准生活史让

位于自我创造生活史。”[13]在“流动的现代性”“瞬息

即为变化”的时代场景中，个体承载的历史记忆被利

益多元、身份多重的现实漩涡所“肢解”，余留的即是

在碎片化的零星记忆中努力拼凑的“现实的我”。在现

时代的身份谋定中，民族身份作为一种历史、体制、

文明所预制的社会建构，其有利于拾起碎片的个体记

忆，回应着碎片化中个体的特质分解与身份崩塌。“当

人真实地置身于一个风险无处不在的社会时，他可能

就会对他人保持高度警惕，甚或奉行萨特的‘他人就

是地狱’的法条，或将自己包裹，陷入强烈的‘个人

的无意义感’。”[14]在吉登斯所述的风险无所不及的

“风险社会”中，个体在挣脱神意的启示、宗族的联

结、传统的束缚后陷入深深的虚无与空洞，在冲破“上

帝死了”“人死了”的呐喊后“什么都死了”的慨叹既

是对价值秩序的挣脱，也是价值次生序列陷入彻底虚

无的征兆。民族身份作为在“想像的共同体”的身份

建制，其在“风险社会”侵袭下的身份谋定放缓着虚

无的吞噬，在民族政治身份、民族文化身份、民族社

会身份的多维建制中寻求个体彻底虚无后真实的

“在”，即海德格尔所言的“此在”，回应着虚无化中

个体的存在茫然与身份消解。现时代的个体“既在挣

脱传统中独立，又在传统的倒塌中孤立，在独立与孤

立的张力陷入‘与自我及他人疏离’”[15]。工具性的

成长偏轨、工具性的视域考量、工具性的利益追逐，

现时代获得“自由”的个体陷入由“人是目的”转变

为“人是手段”的工具化境地，转为马尔库塞所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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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向度的人”，陷入鲍曼所言的“被围困的社会”。

民族身份是在“构成性的善”的意义共同体下的身份

识别，它在“重拾意义”“追求美德”的意义诠释中挣

脱工具“殖民”的个体，回应着工具化中个体的利益

裹挟与意义消泯。简言之，民族身份谋定回应着个体

特性的碎片化、虚无化、工具化风险，在民族想像的

身份识别中回答着“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

哪里去”。 

 

二、族属认知皈依：他者世界 

承认归属 
 

作为一种判定过程，族属认知是寻求“我们是谁”、

“我们和谁是一伙的”的历程中最深刻的凝聚，它以

经验的共通、想像的共在、象征的共存所预设的先天

族属判定回答着“我们”与“他们”的区别，进而将

“我们”与“他们”区分开来。需要指出的是，我们

在此探讨的族属认知是就中华民族这一民族域下的族

际归属而言的。史密斯曾指出，族属认知“并非外在

的发明或无意的浮想，而是借由历史共在的积淀与象

征性文化活动而凝聚产生”[16]的。近、现代中华民族

的族属认知在西方意向性关联的“他者”建构中，在

西方文化的不断规训中，甚或在部分国人的有意“合

谋”中呈现出传统失语与记忆重构的现代紧张。 

“没有共同体的自由意味着疯狂，没有自由的共

同体意味着奴役。”[17]当前族属认知皈依在远古记忆

情感与“高度压缩”的时空的交错缠绕中，呈现他者

语境中书写异化、压缩时空中价值序列紊乱、社会分

化中秩序失范等认同危机。周宁教授指出：“西方的中

国形象是西方文化投射的一种关于文化他者的幻象。”
[18]该幻象以西方为主体，而将他者为幻象的客体，在

以自我主导的模式下想像他者与书写他者，其实质是

在自我的文化建构中、“他者”的意向描绘中寻求西方

的自我定位与自我意识。近一百年来，西方在框定“他

者”以寻求“我们”的建构中，将中华民族的形象从

进步演变为停滞，从自由演变为专制，从闪烁演变为

落后。在历经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现时代，“红祸论”

“黄祸论”“威胁论”等论调又甚嚣尘上。在“自我”

与“他者”的辩证建构中，中华民族成员的族属认知

在他者语境的书写异化下可能呈现认知偏失与认知

“矮化”，进而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意识。在前现

代、现代、后现代“三代同堂”的压缩时空中，前现

代阿卡迪亚式田园牧歌的怀念、现代迪尔凯姆式的创

造性狂热、后现代德里达式的碎片解构将依附型个体

抛向了齐泽克所称的“实在界”的荒漠，差异与同一、

断裂与弥合、趋同与斥异挑战着传统的单一价值序列，

共同体的价值共识在传统与现代、主流与非主流、大

众与精英的碰撞中陷入紊乱。在“差异”与“共识”

的互动逻辑中，中华民族成员的族属认知可能在压缩

时空价值序列紊乱下呈现认知失调与认知模糊，进而

消解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意识。现时代“生产的不断

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与变

动”[19]使社会从均质化走向了异质化，共同体社会走

向个体化社会，利益的多元、身份的多重使社会走向

阶层的“分化”与“分流”。从“普遍受益”转向“受

益分流”的社会分化期，社会秩序陷入一定程度失范

与偏轨。正如亨廷顿所言：“大多数处于现代化之中的

国家里，流动机会的缺乏和政治制度化程度的低下导

致了社会颓丧和政治动乱二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20]

在“一体”与“分化”的博弈动态中，中华民族成员

的族属认知在社会分化的秩序失范下可能呈现认知焦

虑与认知茫然，进而挑战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意识。 

英国学者鲍伯•杰索普曾指出：“民族国家不是正

在消亡，而是正在被重新想像、重新设计、重新调整

以回应挑战。”[21]在超民族国家、次民族国家的撕扯

张力中，国家建构仍然是族属认知皈依的重要力量与

意义来源。正如史华兹所述：“民族的产生是在国家的

创造中呈现的，而非相反的过程。”[22]在消解、模糊、

不确定日益盛行的现时代，国家建构下的财富、权力、

价值观的共享有利于形成“我们”感的族属认知皈依。

共享是从“我”走向“我们”的文化心理机制，是将

“我们”带入同一叙事体系的现实动力机制，国家建

构下分配正义的回答、权力公正的回应、价值共识的

凝聚直接紧合“我们”感的事实认知与价值判断。在

“私”的放逐的历史进程中，在“到处寻求市场”的

利益冲动中，在“他人即是地狱”的丛林法则中，“强

者愈强、弱者愈弱”的财富分化使传统共同体走向瓦

解，而国家建构下分配正义的回答有效地从“私”的

放逐转向“私”的正当，从“到处寻求市场”的利益

冲动转向“到时寻求市场”的财富共在，从“他人即

是地狱”的丛林法则转向“我们是一伙的”共生共存，

在分配正义的回答中形塑利益的共同体，进而促进族

属认知“我们”感的事实共在。人在本质上是“政治

动物”，政治的核心即权力。在权力天然僭越的征程中，

权力判定法则渗透于公共权力领域、公共领域与私人

领域的传统时期，特权阶层垄断权力使传统共同体走

向离散，而国家建构下权利公正的回应使权力的天然

僭越在有限的“城池”中行使，公共权力领域、公共

领域及私人领域有限分离，权力判定法则仅限于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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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领域，个体间在权力的公正与制度的正义中获得

相互的承认与接纳，正如霍耐特所言：“相互承认创造

了这一理想共同体，同时也就形成了‘民族精神’，在

这个意义上，也出现了民族风俗的‘生动实在    

性’。”[23]可以说，国家建构在权力公正的回应中形塑

制度的共同体，进而促进族属认知“我们”感的心理

归位。“民族的认同和共同体是由‘此处的感觉’和‘主

格我们的感觉’构成的”[24]，价值共识的凝聚则是“主

格我们的感觉”的灵感与象征。在“祛魅”分化的事

实性统摄与“诸神争吵”的现时代感知下瓦解着传统

共同体，而在国家建构下价值共识的凝聚则使得“祛

魅”分化不再是哗然式的游离，而是象征共鸣与理念

共通的福音，“诸神争吵”不再是献祭般的表演，而是

规范共蓄与理念合音的前奏。由此，国家建构下价值

共识的凝聚形塑着文化的共同体，进而促进族属认知

“我们”感的价值澄明。 

从元哲学解读，“他者”是黑格尔、萨特笔下本体

论意义上主体意识形成与发展的重要维度，是共同体

内部认同形成与发展的近乎决定性的力量。“他者”的

框定是走向“我们”的通途，并在时间的推移与无意

识中将“他者”与“我们”赋予天然给定的神秘。“人

类天生追求的不只是物质，还有承认。”[25]寻求他者

世界的承认与“我们感”的归属是集体认同的意义来

源，亦是政治认同的复合主体面相。约瑟夫•奈曾指出：

“传播的瞬时性，使跨国认同、国家认同和次国家认

同的潜在的紧张关系转化为突然的冲突。”[26]在颇具

张力的跨国认同、国家认同和次国家认同的错综交织

中，他者世界承认归属面临意向性曲解、流变性漂浮、

假想性疏离等风险。在近一百年的中西方碰撞中，西

方在寻求自我认同的隐喻中以东方的中国为观照，在

知识与想像、真实与虚假、焦虑与期望糅合的意向性

关联中有意否定或贬低之，意向性曲解在部分中国本

土部分分子的“鼓噪”下消解着他者世界的承认归属。

族属认知是在真实的历史、体制、情境预设下的时空

场域中生成的民族成员的民族情感与民族意志，族属

认知皈依有利于在“自我”与“他者”的交锋中冲破

“他者”的意向性曲解，在族属认知的判定中形塑真

实形象，进而获得他者世界承认与“我们”感的共在。

瞬息、即时、流变是现代性最生动的符号，然而流变

的现代性中时时倒转的时空、时时变换的身份、时时

更替的立场使自我与他者的界域陷于模糊甚或暧昧，

他者世界的承认归属亦陷于模糊与迷茫，进而弱化着

他者世界的承认归属。族属认知以不可退与不可逆转

的先天族属判定确证着自我与他者，清晰地界定着自

我与他者的界线与视域，明确昭示着“我们”的真实

与存在，进而推进他者世界承认与“我们”感的共在。

近现代在西方强势渗透下，以“普世价值”为旗号的

任意灌输与“意识形态的终结”“历史的终结”为标语

的夸张性言说假想性地疏离着他者世界对自我的承认

与评判。族属认知在民族独特性与民族自主性的言说

中回击“普世价值”的曲解论调，回应“意识形态的

终结”“历史的终结”的妄想说辞，在族属自觉认知的

定位中汲取他者世界承认与“我们”感的共在。简言

之，族属认知皈依回应着意向性曲解、流变性漂浮、

假想性疏离等风险，在族属认知的时空凝聚中回答着

“我们是谁”、“我们和谁是一伙的”。 

 

三、公共权力自觉：权力权威 

遵从信任 
 

“何谓公共权力？一般来说，公共权力被认为是

社会公共领域中由公众所赋予和认同，并能够给公众

带来保护和幸福的集体性权力。”[27]公共权力无论是

“神旨”、“民意型”或“神谕型”赋予，或霍布斯“充

满战争型”、洛克田园诗般的自然状态上的“契约型”

赋予， 均隐喻公共权力的获得需要正当性与合法性论

证。公共权力源于指向“公共善”的交往实践、保障

“私权利”的权利让渡、“共同体”的共通合作，无论

是“能力说”“影响力说”“关系说”或“综合说”①，

公共权力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来源均指向“公共性”。在

全球化、市场化、多元化的时空场景中，公权力冲破

传统的神赋旨意说，在公权力与私权力、公权力与公

权利、公权利与私权利等互动张力中呈现公共权力扩

张僭越与理性正当的现代紧张。 

孟德斯鸠曾深刻地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

滥用权力”[28]。当前公共权力在流动的、瞬时的、审

美的现代性境遇中，呈现权力的利益偏轨、权力的边

界模糊、权力的幻化放大等病态表征。“政治的首要目

的不是为了实现公共目标而是为了攫取个人利    

益”[29]，在市场化的狂飙突进与“经济人”的冲动预

设下，以公益为运行旨归的公共权力行使向私益越界

扩张，在权力资本化与资本权力化的螺旋双桨驱使下

呈现权力的利益偏轨：公共权力行使于农业资本、商

业资本、生产资本、金融资本等资本形态中，僭越于

市场经济规划之上；公共权力的“公共善”指向偏轨

为某些个体或利益集团的资本收益与身份利益。 

权力是在公权力与公权力之间、法律与公权力之

间、社会权利与公权力之间所形成的制约序列下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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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权力与权利的正和博弈中，公民资格、政治权

利、政治参与这一系列公民权利的彰显为权力的行使

划定了边界。然而，抽象且形而上的边界判定在公民

权利意识阙如、权力制衡力量松散、权力法律判定式

微的境遇下往往走向权力吞噬权利或权力践踏权利的

不当风险，公权力与私权力、公权力与公权利、公权

力与私权利的边界呈现模糊化与朦胧化倾向。“那东西

如此神秘，可见又不可见，在场又不在场，无所不至

又无孔不入，这东西就叫做权力。”[30]公共权力在可

见与不可见、在场与不在场的神秘领地中，极易以维

护与促进公共利益为幌子导致权力的幻化放大，在所

谓的“人民”的外衣或“服务”的说辞下幻化放大，

各时空场域无所不至又无孔不入。简言之，权力的利

益偏轨、权力的边界模糊、权力的幻化放大挑战着权

力权威的遵从信任，弱化着公共权力走向理性与自觉。 

“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

家……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

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

以内。”[31]恩格斯关于国家起源的论述隐喻了国家与

公共权力的内在关联。在“集体意识衰落”“道德的真

空”“理性毁灭”“共同体失语”的“祛魅”现时代，

现代国家建构从公共领域形塑、集体意识升华、共同

体重构等维度可以防范公共权力的偏轨与异化，进而

推进公共权力的现代自觉。公共领域是国家与社会的

中间领域，是公共权力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中间“桥梁”，

“它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

一起，形成了公众。……在这个领域中，作为公共意

见的载体的公众形成了，这种公共性使得公众能够对

国家活动实施民主控制”[32]。现代国家建构在对权力

与权利的合理张力互动中，有利于回应公共权力领域

吞噬私人领域或私人领域消泯公共权力领域的风险，

在形塑现代公共领域的进程中还原权力的“公共性”，

在公共理性、公共舆论、公共参与等“公共性”赋值

中推进公共权力的现代自觉。集体意识的衰落会使社

会的凝聚力分散、道德失真且凝聚成一股力的精神引

领式微。集体意识衰落是一幅在解构、去中心化、闲

散化“幽灵”的游荡中不可逃离的现代景观，与集体

意识衰落相伴之的是权力的公共性式微与权力的自觉

性弱化。国家建构则试图在民族身份谋定与族属认知

皈依的现代谋划中重拾有意识的与无意识的集体意

识，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在有意识与无意识的集体想像

中走向“公共性”的复归，进而推进公共权力的现代

自觉。 

在近、现代西方“普世论”的强力渗透与非主流

“虚无论”的有意谋合下，“共同体失语”亦成为当前

意识形态领域的景观之一，与“共同体失语”紧随而

至的则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苍白与权力权威的偏

轨。因此，对现时中国而言，作为“发展的中国”“文

明的中国”“和谐的中国”的多维现代国家建构，主流

意识形态话语的接续与再造应是“发展的中国”“文明

的中国”“和谐的中国”建构的内在隐喻。主流意识形

态话语的接续与再造能有力地回应“意识形态终结论”

或“历史终结论”等意识形态淡化或意识形态泛化的

偏差言判，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接续与再造中重塑

民族的“想像共同体”，在“想像的共同体”凝聚下还

原权力的“公共性”，进而推进公共权力现代自觉。 

政治认同是自我价值确证与他者世界承认的互动

过程，是合法性呈现与权力权威遵从信任的双向过程。

权力权威遵从信任是权威认同的意义来源与价值特

质，亦是政治认同的应然客体面相。在现代性浪潮中

所历经的市场化、多元化、个体化、信息化洪流中，

权力权威遵从信任面临冷漠化、私密化、形式化等风

险。在历经“政治狂热症”“政治肥大症”的彻底反思

后，在利益维度伸张下的民族成员纷纷投进市场的怀

抱，公民不再是独立的政治个体，而是在消费文化包

围中的闲散的消费者，他们在进行偏好选择时不再以

价值秩序为导引，而是以既定的物质需求菜单为浏览

图。在物质需要菜单浏览图的世界中，“政治市场”这

一怪异的“商品”，则可能会被“消费者”直接屏蔽。

在市场洪流中纷纷得了“政治冷漠症”，这种冷漠往往

以与政治体系的疏离或对政治无动于衷为表现形态，

对权力权威的遵从信任亦以冷漠以回应。公共权力自

觉是还原权力公共性的自我觉醒，是对权力正当边界

与权力合理判定的理性自知，它有利于在权力与权利

的张力中冲破权力吞噬权利的传统性误区，在权力的

公共性指向下真实地走向“公共善”，进而使公民对权

力权威的冷漠走向遵从信任。波兹曼曾言这个时代是

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在一切均可娱乐调侃的现

时代，权力权威的遵从信任被异化为私密性的调侃表

达，从“我参与故我在”转化为“我娱乐故我在”，“我

行动故我在”转化为“我调侃故我在”，私密性的调侃

狂欢使公民对政治纷纷得了“政治唯私症”，这种私密

性则往往以政治事件的麻痹或政治话语的调侃为表现

形态，对权力权威的遵从信任亦呈现私密化的样态。

公共权力自觉是对权力的来源、合法性、正当性的理

性自觉，它有利于在权力与权利的正和博弈中冲破权

利消泯权力的可能性风险，在权力的公共性指向下走

向权力的应然，进而使公民对权力权威的私密性走向

遵从信任。“媒体信息和符号制造术四处播散……面对

信息的无休无止的狂轰滥炸，……大众已经感到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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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扰并充满了厌恶之情。于是，冷漠的大众变成了忧

郁而沉默的大多数。”[33]在庞杂的信息与纷杂的生存

样态下，公民对权力权威呈现“形式的默许”与“实

质的冷漠”生态，在沉默的大多数面具下实质是对权

力权威遵从信任的形式化。公共权力自觉则在权力公

共性的实质性赋予下走近沉默的大多数，在权力的转

化序列中使个体的权利获得肯认，进而推进公民对权

力权威的形式化走向遵从信任。简言之，公共权力自

觉回应着权力权威遵从信任的冷漠化、私密化、形式

化等风险，在公共权力的自觉形态中回答着“何谓政

治”以及“我们属于哪个政治共同体”。 

 

四、结语 

 

总之，与近、现代化发展相伴生的是民族国家的

诞生，民族国家仍旧是现今世界所区分的最重要的政

治、经济单元。民族身份谋定、族属认知皈依、公共

权力自觉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理论预设与事实澄

明。民族身份是民族成员被纳入民族国家时的文化定

位与政治归属，它作为一种历史、体制、文明所预制

的社会建构，有利于抵御第三次个体化浪潮进程中，

个体特性面临碎片化、虚无化、工具化等风险，进而

推进个体特性的自我确证。族属认知是借由历史共在

的积淀与象征性文化活动而凝聚产生的“我们”感，

它作为以经验的共通、想像的共在、象征的共存所预

设的天然判定，有利于降低跨国认同、国家认同、次

国家认同错综交织中，他者世界面临的意向性曲解、

流变性漂浮、假想性疏离等风险，进而促进他者世界

的承认归属。公共权力是由公众所赋予和认同，并能

给公众带来保护和幸福的集体性权力，它作为政治共

同体维系的有力支撑，有利于应对市场化、多元化、

个体化、信息化洪流中，权力权威面临的冷漠化、私

密化、形式化等风险，进而推进权力权威的遵从信任。

由此可见，个体特性自我确证、他者世界承认归属、

权力权威遵从信任的政治认同的三维界面与民族国家

建构的身份谋定、族属认知、权力自觉与政治认同的

三维界面呈现出直接呼应与正向推动。 

 

注释： 

 

① “能力说”主要指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界定权力时提出的

“一个人或一些人在社会行为中，甚至不顾参与该行为的其他

人的反抗而实现自己意志的能力”。“影响力说”主要指拉斯韦

尔和卡普兰等提出的“权力是施加影响的过程，即借助由于不

遵守所想要的政策，予以(实际或威胁予以)严厉剥削，从而影

响他人政策的过程”。“关系说”主要指霍布斯指出的“权力应

定义为一种因果关系，一种主动出击的行为者与被动的承受对

象之间的因果关系”。“综合说”主要指《中国大百科全书•政

治学卷》中提到的“权力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影响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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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tion-state, whose birth was accompani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ization, is still the world's most 

distinguishably importan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unit.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is 

a process of cognition, construction and vicissitude of nation-state. National identity seeking, family cognition 

conversion, public power consciousness constitute the theoretical presupposition and factual clarity of construction of 

the modern nation-state. Viewing the modern ascension of political ident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construction, we can such deduce three dimensional interfaces of national identity as identity seeking, family awareness, 

conscious power presupposition and political identity, which indicate respectively self-confirmation of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recognition of attribution by the Other world, and power authority that evolves from trust to natural 

echoing and positive prope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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